
□ 纪念张锡勤先生逝世一周年

张锡勤先生对“五常”思想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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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锡勤先生在《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中，分别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分析与

梳理，并在说明其思想根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发掘其对于现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价值，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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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三纲五常”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在张锡勤先生看来，“五常

以三纲为前提、依据，又是对三纲的必要补充，是

三纲得以实行的道德保证”［1］（P83）；“三纲”的最重

要作用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地位，

而“五常”作为道德要求，则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

行为。所以，相较于“三纲”，具备广泛道德属性

的“五常”思想，更能够超越历史的限制在当今社

会发挥作用。本文尝试对张锡勤先生的“五常”

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阐释。

一、“礼”

“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均为最

狭义的理解。其中，“礼”主要指礼仪，是一种具

体的道德规范。张锡勤先生认为，礼生于人们内

在的恭敬谦让之心，“礼与敬、让是密不可分

的”［1］（P188）。礼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不纯靠法刑维

持的文明秩序，使等级制度既有序而又和谐”。

“礼”的原则是分、别、序，就如荀子所说的，确立

“贫富贵贱之等”。可以说礼的存在是与无分、无

别或者平等相对立而存在的。但是礼并不是一

味地区分等级，制造矛盾对立，其目的是为了使

人各安其分，调和对立。与“礼”并列的“乐”就体

现了和的思想，是对礼的必要补充。而“礼”也必

须要“同时要求于双方，社会才能治理”。

“礼”起源于人与神沟通的祭祀活动。张锡

勤先生赞同钱穆的看法，认为“礼”经历了宗教的

“礼”到政治的“礼”再到伦理的“礼”的变化过

程。“礼”从宗教性出发，经过两次转型才最终具

有了道德性。“礼”最初是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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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就意味着，“礼”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尊卑之

别。神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人处于奉神事天的

地位。当“礼”从宗教活动中推广到人类社会之

后，人与神之间的尊卑之别就被移植到了人与人

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尊卑之别，社会遵

循的就不再是单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奉”与

“事”的行为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样貌。

遵循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而

以礼为基础确立的社会关系则更为稳定，确立一

种永恒尊卑的关系也就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

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限制，封建制度下的思想

家们无法跳出历史背景，但是他们也有着对于人

自身尊严的诉求，在维持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他

们将和的思想融入了“礼”中，以此来达到尊卑有

分但尊不欺卑的理想状态。

张锡勤先生在发掘“礼”所具有的时代局限

性的同时，更多的是阐发“礼”的产生发展对于人

的情感与社会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礼是反映

表达自己内在情感的”，“礼为情貌”，“一定的礼

必须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表现，若没有必要

的、适当的礼仪形式，内心的思想感情便无从体

现”。［1］（P189）也就是说，“礼”是感情表达的延伸。

但礼有自身的两难困境。当将感情与感情

的表达方式或者说表达感情的行为做出区分的

时候，就埋下了两难的伏笔。人要表达感情就要

通过一定的行为，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就要通

过什么样的行为。要判断他人表达怎样的感情

就要通过这个人的行为来做出判断。礼给出了

行为规范，但是一旦人们将注意力放在礼的行为

上时，就会削弱对于情感的注意力。拘泥于形式

反而会使人的注意力从情感的表达本身转移到

礼仪形式的完成程度。而精力的有限性又造成

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在情感与形式之间如何才

能切中中道？

总之，最初人们想要表达感情却不知道该怎

么做才算合适，这时“礼”诞生了。“礼”是对情感

的补足。“礼”的产生，是弥补个人缺失的结果，目

的在于优化社会的运行。而后出现的问题则是

对于社会优化的盲目追求使得补足方式变得过

犹不及。正是这种“礼”与其原有内涵的背离使

得欲恢复周礼的孔子开创了“五常”的另一个重

要内容——“仁”。

二、“仁”

张锡勤先生认为，广义的“仁“是全德之称，

是各种道德的总纲［1］（P159），“在中国古代，仁被视之

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列为‘四德’、‘五常’之

首”［1］（P152）。

据考证，“仁”字的字形，出现的时期并不算

早，在甲骨文中并没有“仁”字出现，在金文中也

极其少见。《尚书·金縢》中虽然出现了“仁”字，其

意却是代指“佞”字。《诗经》中也有仁字的出现，

但其意义却与儒家意义上的仁有所区别。“仁”所

具有的“爱人”的意义要到春秋时期的《国语》《左

传》中才有所体现。而孔子则是在此基础之上，

对“仁”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复兴礼乐制度是孔子一生的目标与愿望。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中，“礼”已然失去了其本真的

内涵而空余形式。这样的“礼”不仅背离创立礼

乐制度的初衷，也使社会关系陷入了危机之中。

所以，为了实现复兴礼乐，拯救时代的乱象，就不

得不重塑礼乐的精神内涵。这种新的精神内涵

就是孔子提出的“仁”。

“仁”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爱人”。这种爱

源于人类具有的“爱类性”，也即对于同类所具有

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共鸣。有了共同的情感基础，

人在看待自己同类的时候自然就要将自己与他

人同等看待，推己及人，关怀他人。这种利他的

行为是与私欲相对抗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克

己。如果能够克制自己内心自私的欲望，理想社

会的实现也就不再遥远。儒家与墨家是先秦时

期的两大显学，二者对于仁爱的思想都十分重

视。儒家的“仁”与墨家的“仁”在利人、助人的层

面都达到了极高的精神境界，而又具有着高度的

一致性，强调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但是

在具体的实践上，二者又有着极大的区别，墨家

主张“兼爱”“爱无差等”，是不分远近亲疏地爱

人，儒家则主张在爱一切人的前提下，爱要有“先

后”“程度”“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根据张锡勤先

生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仁学

的提出与建立，是为了重新恢复礼乐秩序，而礼

乐本身就带有了分与别的特征。这种分、别诚然

具有了尊卑贵贱的设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却也是更加具体地告诉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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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合理地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有差等之

爱的三大层次。相较“爱类”情感，儒家考虑更多

的是“爱亲”的情感。因为“爱亲”在现实中比“爱

类”更加贴近人的本性，其反应也更为强烈。从

时间顺序上说，人从降生开始最先受到的就是父

母的爱，那么相应的，一个人最先应该回应的也

是对父母的爱，爱父母是一切爱的起点。差等之

爱的提出是儒家“爱人”思想的特点，在教导人们

“爱人”的同时，强调家庭情感对于个人的重要

性，亲亲、孝悌的原则是爱一切人的起点和基

点。在经过宋儒的整理之后，“仁”的精神已经不

仅是对于个人道德水准的要求，而是跨越人与人

关系的境界，成为了处理人与宇宙、人与万事万

物关系的根本追求。

三、“智”

古代思想家多以“明智”合称，将明智比作人

生道路上的明烛，意味拥有智德的人能够清楚明

白地做出判断，克制感性的干扰，保持理性。

张锡勤先生认为，“明”是“智”的最基本的要

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智”与“理性”划了等

号。“智”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被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明是非，别善恶；二是识利害，通变化，明本

末；三是善于知人、自知。

“智”是其他“四常”能够实现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基础，只有具备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才能够

真正理解道德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也只有理解

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坚持自己心中的道德，有所

为，有所不为。张锡勤先生引用了董仲舒的观

点：“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在董仲舒看来，儒

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亲亲，如果失去了智，那

么有差等的逐层推广的“爱人”秩序就会被打乱，

失去了秩序的盲目的爱只会使社会混乱。所以，

人们的道德活动一定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

虽然“智”对于整个道德的实现具有巨大的

基础性意义，但是就道德境界而言，智者相较仁

者还是有所不及。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仁者出于不能自已的仁心，自觉地按照

“仁”的标准行事，而智者则是因为认识到了“仁”

之利，采取践行“仁”。前者因“仁”而“仁”，后者

则是因利而“仁”。张锡勤先生认为，从这里可以

看出智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五常”的特点，那就

是对于利害的正确认识。古人重智不仅是教人

对是非做正确判断，又教人对利害、本末做正确

选择，以保证所为皆当。对于利害进行判断只是

过程中的阶段性判断，最终要通过“智”达到的目

的依然是符合最高的道德标准。换言之，判断利

害只是通过“智”来实现最终道德理想的手段。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达到了“智”呢，张锡勤

先生认为是“知人”。知人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

了解他人，其一是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可以最大

程度地帮助人们选择正确的相处态度。由于君

主在当时地位的特殊性，“知人”是其尤其不可缺

少的品德，“知人”有助于君主知人善用、选拔人

才、造福国家。相较于认识他人，想要认识自己

反而更加困难。如果说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人

们还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的话，

那么要认识自己，特别是要直面自身的缺点时，

才是对于一个人最大的考验。

四、“信”

经张锡勤先生考证，“信”字早在《尚书》中就

已出现，并且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

道德规范在社会中流行。［1］（P198）“信”最初并不用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用于国与国、人与鬼神

之间的关系，之后才扩展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信”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十分重要的基本道

德要求，这一点在《左传》《国语》中有大量的表

述。在《论语》中，孔子以“信”为“四教”之一，孟

子则将“信”列为五伦，《吕氏春秋》更是将“信”上

升为天道的范畴，贾谊以“信”为“德之六美”之

一，至董仲舒将“信”正式列为“五常”之一。以天

道附会人类道德的行为，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

阶段思想家理解宇宙的不同方式，但也从另一方

面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崇拜自然宇宙以自

然为效法对象的思想倾向。

“信”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人言，言的可靠性

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信”这一品质的重要依

据。张锡勤先生总结出了四点关于言信的标准：

其一，言要符合真实；其二，说话算数，不可以食

言；其三，言行一致，言行相互照应；其四，心口如

一，所言皆发自内心。从行为的角度来看，第一

点是要人尊重客观事实，第二点和第三点是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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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出必行，第四点是要人尊重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四点又同时能够反映出“信”与“诚”的密切关

系：第一点是要人待物以诚，尊重外物；第二点是

要人待人以诚，尊重他人；第三点和第四点，是要

人待己以诚，尊重自己，才能知行合一。简言之，

就是要人们“依诚而言”“诚言行”“以成信”。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信”的要求也具有不

同的含义。与今天人们将“信”理解为一切人的

道德标准不同，在古代“信”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

不同的要求，尤其表现在“信”对于统治者来说意

味着远高于一般人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作为统治者的君主，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行

为都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他的德行就不

能是简单地符合大众的标准。张锡勤先生认为，

君主守信有四个方面的目的：其一，成为民众的

榜样，上行下效，使民众诚信；其二，诚信的行为，

不但能让人效仿，更能够赢得民众的亲近；其三，

能够使臣民忠诚；其四，能够确立政府的威严，令

行禁止。而这四点同时也是一个君主必须诚信

的原因。一个君主无法得到臣民的爱戴与尊重，

朝令夕改，政府无法树立人民的信任与信心，就

只能是重蹈周幽、齐襄的覆辙。张锡勤先生认

为，古人以福祸利害来劝导人民诚信的做法虽然

有效，却带着明显的功利色彩，这与诚信的根本

要义有所出入。但是其中的一些措施对于诚信

严重缺失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张锡勤先生对

守信的原则做出了总结：其一，信必须符合于道

义；其二，信有大信、小信之分，所守应是大信；其

三、不可轻诺。［1］（P203）

五、“义”

古籍中的“义”字有多重含义，张锡勤先生将

广义下的“义”概括为：“遇事按照等级制的精神

原则，果断地作正确决断，采取最为适宜、恰当的

行为。”［1］（P22）“义”就是应该的，行所当行之事的。

这与“仁”“礼”“智”“信”具有很大的区别。“仁”的

根本在于“爱人”，“智”的根本在于清醒，“信”的

根本在于诚实，“礼”的根本则在于情感，“义”并

没有前四者这样能够与具体行为对应的条件。

做应该做的事，与其说是对一个人行为是非对错

的判别，不如说是人对于正确本身的一种追求。

这不同于“爱人”、清醒、诚信、尊礼这种具体的行

为方式，“义”更像是一种行动的态度。

与“五常”的其他内容相比，“义”似乎是距离

人最远，最难以把握的概念，“仁”、“礼”、“智”、

“信”都具有人类先天因素的来源，无论是生理的

还是心理的，而“义”则更倾向于一种客观的评价

标准。在“义”的概念几乎等同于道德的时候，仁

义常为人所并称。如果说，“仁”更多的表现为对

于符合道德行为的肯定与鼓励，那么“义”则更多

的倾向于对违背道德行为的否定与批判。

综上，张锡勤先生立足于历史的逻辑，重构

“五常”之间的内在逻辑，阐释其中所包含的人与

生俱来的善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发掘传统文化当

中的精华，是对于“五常”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更是对于当代社

会精神文明建设在伦理道德领域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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